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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文本实践的发生环境与底层语言，语境确立了文本的释义规则，其功能就是对释义行为的 “锚定”。视

觉修辞意义上的语境研究，旨在探讨视觉形式与文本语境之间的对应关系，即在图像形式维度揭示语境生产的形式逻

辑与形式语言。互文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构成了通往文本释义规则的三种基本的语境形态。互文语境依赖于图

像与其伴随文本之间的视觉想象，具体包括构成性互文语境、联想性互文语境和隐喻性互文语境。情景语境对应的核

心修辞问题是在视觉形式维度上发现符号的边界，并由此确立情景的边界，具体包括话语情景、议题情景和空间情

景。文化语境铺设了一种规约性的意义场域，视觉修辞实践主体上体现为对某种普遍共享的文化符码或文化意象的挪

用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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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文本意义的生产，都依赖于特定的生成语
境。对于社会符号学传统而言，语境被上升到一个
至关重要的释义规则问题，“传播实践客观上要求
传播者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语境之中开展信息活

动”。［１］ （Ｐ１３）由于符号表意的不确定性，语境的
功能就是对意义的 “锚定”，防止外部信息对视觉
画框的各种 “入侵”。因此，语境的 “出场”总是
伴随着意义的识别与区分，其功能就是对诠释过程
的限定与引导，使得人们能够沿着某种共享的认知
框架和领悟模式完成意义建构。只有将符号置于特
定的语境关系中，才能避免意义的漂移和滑动。而
要理解语境之于符号实践及其意义生成的作用方

式，则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学概念———浮动
的能指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ｒｓ）。所谓浮动的能指，强
调符号能指与其所指对象之间呈现出一种流动的、
浮动的、不稳定的指涉状态。［２］ （Ｐ４３５）这一认识
符合符号意义建立的任意性原则，即能指和所指之
间并不是一种固定的指涉结构，而往往是约定俗成
的结果。换言之，同一个符号能指，往往在不同语

境中体现出不同的所指内涵。

为什么会出现符号学意义上的 “浮动的能指”
现象，本质上离不开我们对意义本身及其意指实践
（ｓｉｇｎｉｆｙ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方式的逻辑追问。按照斯图
尔特·霍尔 （Ｓｔｕａｒｔ　Ｈａｌｌ）的观点，意义存在一个
深刻的 “生产”之维，即意义并不是被简单地发现
的，而是 “通过文化与语言的方式”，在一个开放
的、流变的、偶然的意指实践中被建构出来的。［３］

（Ｐ５）因此，符号能指与所指对象之间并不是一种
发现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一种构造关系、一
种勾连关系。欧内斯特·拉克劳 （Ｅｒｎｅｓｔｏ　Ｌａｃｌａｕ）

和香特尔·墨菲 （Ｃｈａｎｔａｌ　Ｍｏｕｆｆｅ）使用了 “话语
性场域”（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ｉｔｙ）这一概念来诠
释符号表意的浮动状态及其意义争夺实践，认为
“意义场”即 “话语场”。［４］ （Ｐ１１３）具体来说，任
何一种话语形式，都确立了一套有关意义诠释的底
层规则，相应地也勾勒出了一种 “诠释的边界”。
当话语形式发生了变化，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勾连关
系也相应地发生变化。拉克劳和墨菲将这一现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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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为 “话语溢出”，即强调不同话语形式之间的冲

突与争夺导致了 “话语性场域”的游戏规则发生变

化。而 “话语性场域”的属性与规则一旦发生变

化，符号所处的释义体系也随之改变，其直接的结

果就是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勾连关系或接合关系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发生了变化。

因此，之所以出现 “浮动的能指”现象，是因

为符号被置于不同的意义场域之中，也就是进入不

同的 “话语性场域”，从而获得了不同的释义法则。

于是，符号能指与所指对象之间的指涉关系呈现出

一种偶然的、临时的、流动的不确定状态。这里的
“话语性场域”，实际上对应的是一个语境问题。所

谓语境，强调意义发生的底层规则或外部环境。语

境不仅确立了阐释的边界，还作为一种生产性的元

素参与意义的直接建构。因此，探讨意义世界的运

行法则，不能离开对语境及其话语实践的学理探

讨。

相对于语言文字，以图像为代表的视觉文本则

涉及到更为复杂的意义规则和表意实践。凯文·巴

恩哈特 （Ｋｅｖｉｎ　Ｇ．Ｂａｒｎｈｕｒｓｔ）、迈克尔·瓦里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Ｖａｒｉ）和伊格尔 · 罗德里格斯 （ｇｏｒ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在 《传播学领域的视觉研究地图》中

通过系统的学术史考察，发现了视觉研究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的三种基本分析范式———视觉修辞学
（ｖｉｓｕａｌ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视觉符号学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和视觉语用学 （ｖｉｓｕａｌ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５］视觉符号学

旨在揭示图像符号的意指方式及其深层的符号结

构，视觉修辞学强调在图像符号的表意功能层面思

考意义生产的 “视觉语法” （ｖｉｓｕ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问

题，视觉语用学重点探讨特定情境中视觉图像与其

使用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立足于不同的学科传

统，但视觉修辞学、视觉符号学、视觉语用学都表

达出了对 “意义”的极度关注，只不过思考的是不

同的 “意义问题”———视觉修辞学强调的是视觉语

言与意义效果问题，视觉符号学侧重的是视觉诠释

与意义结构问题，视觉语用学更关注视觉实践与意

义价值问题。但是，无论何种 “意义问题”，三种

视觉研究范式都强调 “语境”在意义生成实践中的

根本性作用方式。鉴于此，本文主要立足于视觉修

辞分析范式，重点思考语境是如何确立释义行为的

边界和规则，又是如何上升为一个修辞问题而作用

于意义实践。

一、通往释义规则的三种语境形态

安东尼·布莱尔 （Ｊ．Ａｎｔｈｏｎｙ　Ｂｌａｉｒ）通过比
较语言文本与图像文本的意义机制，发现语言文本
尽管依赖语境，但同时也在积极地创造语境，因此
能够相对有效地阻止意义的浮动，而图像对语境具
有更大的依赖性，其意义也呈现出更大的丰富性、

浮动性和不确定性。［６］如果抛开具体的语境，图像
的释义过程将会极度艰难甚至漂浮不定。换言之，

图像意义的不确定性问题，本质上源于语境本身的
不确定性。必须承认，语境本身又是被建构的产
物，因此，视觉话语生产的基本思路就是实现图像
符号与特定语境的接合，从而赋予图像释义活动一
定的框架和规则。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图像是如何
与特定的语境发生接合关系，以及作为释义规则的
语境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取决于我们对具体的语境
形态的识别与区分。换言之，图像与语境之间不同
的接合方式，对应于通往释义规则的不同的语境形
态。

图像并不只是一个 “静观”的对象，而往往作
为一种视觉实践 （ｖｉｓｕ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深刻地参与社
会现实的建构，其标志性的实践形态便是 “图像事
件”（ｉｍａｇｅ　ｅｖｅｎｔｓ）。［７］在由图像所驱动的公共议
题中，图像既是文本意义上的视觉形态，也是现实
意义上的社会内容。因此，认识图像的意义及其生
产方式，取决于我们对社会现实本身的认识方式。

美 国 社 会 学 家 乔 纳 森 · 特 纳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Ｈ．
Ｔｕｒｎｅｒ）将社会认识区分为微观 （人际互动）、中
观 （社会组织）和宏观 （国家系统）三个分析层
次，并认为 “这种三分法既是理论分析上的分类，

也是社会现实自身的表现”。［８］ （Ｐ５９）因此，如果
将图像视为一种社会内容，同时立足于象征实践的
维 度 来 审 视 图 像 的 意 义 机 制，那 互 文 语 境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情 景 语 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文化语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则分别对
应于特纳关于社会现实认识的三个分析层次。为了
避免研究问题陷入泛泛而谈，我们不妨以 “雷洋事
件”作为具体的经验材料和分析对象，以此发现三
种语境形态的具体内涵及其对图像意义的限定方

式。

２０１６年５月９日，一则 《刚为人父的人大硕
士，为何一小时内离奇死亡？》的网帖迅速引爆网
络，称人大硕士雷洋在前往机场途中意外死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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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被警察殴打致死。“刚为人父”“人大硕士”“离
奇死亡”这些字眼连接在一起，瞬间在修辞学意义
上铺设了一个巨大的情感动员语境。北京昌平警方
给出的解释是：雷洋涉嫌嫖娼被抓，并企图逃跑，

后被警察强制约束，因身体不适死亡。警方的通报
并没有缓解公众的猜疑，反倒引发了更大的集体愤
怒。尽管警方调用的 “嫖娼框架”尝试在伦理上进
行争议宣认，但公众最后还是挣脱出了修辞学意义
上的道德束缚，向网络舆论场中抛出了一个掷地有
声的问题：雷洋究竟是怎么死的？

然而，面对公众的集体质疑， “雷洋事件”却
深陷于一场 “视觉危机”之中，诸多可能抵达真相
的 “图像管道”都不同程度地 “缺席”：现场的监
控摄像头 “意外”损坏，警察未带执法记录仪，警
方声称的手机录像视频迟迟未能公布……表面上看
是 “图像管道”失灵，实则传递了公共议题中事实
宣认的 “视觉依赖”以及 “视觉缺席”背景下公众
认知的集体焦虑。一般来说，图像是舆论场中最具
有争议宣认能力的一种符号形态，而警察恰恰是掌
握图像的唯一合法主体。因此，图像之于警察而言
意味着一种特别的权力：是否公布，何时公布，如
何公布，无疑会影响并引导公众的舆论趋势。图像
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 “公布”问题，而是一个深
刻的 “运用”问题。换言之，图像的 “出场”无疑
超越了纯粹的司法话语框架，而在话语实践层面上
升为一个逼真的修辞问题。进一步讲，公众对警方
的不满，是因为原本应该由警察提供的现场图像
“缺席”了。社会争议一旦离开了图像的宣认框架，

便如同脱缰的野马，接受不同主体的任意想象与裁
剪，最终呈现出一种 “失控”的意义争夺局面。

可见，视觉文化时代，争议宣认的基本趋势就
是诉诸图像。所谓的 “有图有真相”，一方面暗含
了图像对于争议的宣认能力，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争
议宣认实践中的 “视觉依赖”现象。由于警方未能
及时提供回应公众质疑的图像资料， “雷洋事件”

从司法逻辑进入一种社会抗争逻辑，来自公众的一
系列 “替代性图像”随即在视觉意义上 “填充”人
们的认知真空地带。５月１２日，网上一则 “男子
被电棍击打”视频迅速在微博、微信群、朋友圈扩
散，称其与雷洋死亡有关。画面中一名男子遭到数
名警察电棍击打，他抱头哭喊，痛不欲生，画面极
为残暴。公众随之将其视为抵达 “雷洋事件”的真
相之所在。正当这一视频在网络舆论场迅速扩散之

际，北京警方随之出面辟谣，称这一视频不属实，

乃是 “移花接木”之作。显然，在整个雷洋事件
中，网络视频之所以从最初的 “事实真相”逐渐演
变为 “网络谣言”，是因为这一视频被勾连到不同
的语境关系之中。正因为语境形态的变化，图像进
入一种流动的意义状态，由此完成了一场始料未及
的意义历险。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认
识图像意义的发生语境？同时在图像意义的释义规

则中，究竟存在哪些具体的语境形态？

第一，在视觉符号系统内部，元素与元素之间
构成了一定的互文关系，具体体现为图像与图像或
图像与文字之间搭建的互文语境。因此，聚焦图像
意义发生的互文语境，是考察释义规则的第一种语
境形态。雷洋事件中，“男子被电棍击打”视频画
面残暴，但人物面孔难以辨认，因此其意义是不确
定的。然而，网络视频之所以成为抵达真相的 “决
定性瞬间”，离不开视频所 “携带”的一段配文
——— “最新！雷洋当晚视频，戴着手铐还被电击，

太惨了。既然戴手铐了，已经控制住了，真不该还
电击，太惨不忍睹了。”视频配文的 “在场”，一定
意义上 “锚定”了视频本身的诠释空间和意图方
向，从而将视频推向了争议宣认的符号地位。这里
的图像与文字，既处于共同的符号系统内部，又具
有内在的勾连逻辑，因而在语图关系维度上搭建了
一种互文语境。

与其说图像依赖于文字的 “锚定”而存在，莫
若说图像与文字所搭建的语境关系决定了释义活动

的规则与逻辑。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文字的 “在
场”，这则视频则如同断线的风筝，永远处于一种
浮动状态，难以真正进入 “雷洋事件”所铺设的舆
论结构，更谈不上符号学意义上的话语实践。简言
之，文字与图像所搭建的互文语境，决定了图像意
义的释义规则：文字确立了图像阐释的意图定点，

图像则确认了文字内容的可靠性，二者的 “合力作
用”则赋予了图像之于事实的宣认能力。必须承
认，这里的图像与文字处于同一个符号系统，二者
以互文的方式存在，并在互文性维度上搭建了图像
意义的释义体系。

第二，任何图像都存在一定的生命周期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在时间维度上演绎出一道跌宕起伏的意义
轨迹。［９］图像的 “出场”“传播”“消亡”等象征行
动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ａｃｔ）总是依托于特定的发生情景，

具体体现为由事件、议题、争议所驱动的情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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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劳里·格里斯 （Ｌａｕｒｉｅ　Ｅ．Ｇｒｉｅｓ）提出了一种
面向 图 像 研 究 的 图 像 追 踪 法 （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尝试在经验维度上测量图像是如何流
动 （ｆｌｏｗ ）、 转 化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 和 影 响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公共生活”。［１０］ （Ｐ３３７）然而，在具
体的方法维度上，格里斯坚持认为应该回到图像发
生的现实情景之中。只有立足图像符号发生作用的
问题语境和视觉实践，我们才能真正接近图像与社
会之间的作用方式。正是在既定的情景语境中，图
像获得了一个超越文本的释义规则。因此，聚焦图
像意义发生的情景语境，是考察释义规则的第二种
语境形态。纵观当前的网络事件，尽管说图像的
“出场”意味着一场深刻的话语实践，但这一话语
实践又嵌套于或深陷于一个更大的事件结构与演进

逻辑之中。

在 “雷洋事件”中，因为原本应由警察出具的
图像符号 （如监控视频、执法记录视频、现场手机
拍摄视频）一直处于 “缺席”状态，而公共事件中
的 “图像依赖”迫使公众去 “寻找”其他替代性的
视觉形式，而这恰恰给了 “男子被电棍击打”视频
一种合法的 “出场”空间。进一步讲，网络视频的
“出场”，是因为公共事件的发生语境发生了变化
———从法制话语转向为冲突话语，从司法逻辑转向
了抗争逻辑。源于公共话语那里驻扎着一个巨大的
冲突结构，即官方话语与公众话语之间的断裂，
“男子被电棍击打”视频才作为一种 “弱者的武器”

被精心构造出来，并且进入公共话语的深层结构。

可以设想，如果警察及时提供了相应的图像符号，

便会第一时间在图像维度上进行争议宣认，从而占
据 “雷洋事件”话语定性的第一落点。可见，离开
“雷洋事件”本身的发生语境，我们便难以揭示网
络视频的 “出场”方式。而网络视频的 “出场”，

只不过是特定话语语境下 “图像依赖”心理的一种
替代性表达。特定的图像之所以被符号化，并成为
一个承载意义的公共符号，往往是情景语境的激活
与召唤的结果。因此，情景语境是一种话语空间，

是一种语言结构，更是一种释义法则。把握图像意
义的生成法则，必须立足于图像实践的发生语境，

也就是对图像依托的现实场景及其情景语境进行分

析。

第三，任何图像都是镶嵌在文化底色中的文本
形态，因此必然携带着特定的文化内容，其释义方
式也必然受制于既定的文化法则。只有将图像置于

文化所铺设的阐释体系中，文本才能获得一种根本
性的生产逻辑和解释话语。［１］ （Ｐ９）因此，聚焦图
像意义发生的文化语境，是考察图像释义规则的第
三种语境形态。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与政治文化，

总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雕刻着图像文本的语义结

构，悄无声息地作用于人们的无意识领域，其结果
就是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文本释义系统。霍尔所强调
的将意义置于 “文化转向”的逻辑下进行审视，［３］

（Ｐ５）实际上也是在强调文化语境之于图像释义行
为的根本性作用方式。

纵观 “雷洋事件”的整体脉络，转型时期的社
会心态铺设了图像释义行为的基础语言，因而构成
我们把握图像意义的文化语境。如果忽视了转型时
期的网络社会形态，我们便难以理解 “男子被电棍
击打”视频的生产逻辑及其意义内涵。社会心态实
际上对应的是一个文化概念———当社会成员表现出
某种相对一致的心理特征时，便会 “构成一种氛
围，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并最终
成为 “社会转型的反映”，以及 “影响社会转型的
力量”。［１１］ （Ｐ１０７）当前网络社会心态的重要表现
之一为普遍的信任危机，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一系列
抗争性话语的普遍蔓延，而基于情感动员的 “谣言
生产”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底层抗争方
案。［１２］具体来说， “男子被电棍击打”视频实为一
则网络谣言，乃 “移花接木”之作。然而，由于网
络社会普遍蔓延的政治信任危机，网络视频瞬间成
为公众集体挪用的修辞符号与抗争资源。可见，从
网络谣言到抗争武器，不能不提到当前网络社会心
态在文化维度上沉淀下的认知框架。从认知心理学
上讲，框架是一种极为稳定的图式话语，它的功能
就是对人们的认知方式进行锚定和规约。［１３］美国认
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 （Ｇｅｏｒｇｅ　Ｌａｋｏｆｆ）坚定
地指出，人是依赖框架而存在的动物，而框架是特
定文化语境下的意识产物，因而属于 “认知无意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的环节”。［１４］ （Ｐ１）我们
常说的 “人们总是希望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结果”，

其实就是在强调特定的认知框架对于事物意义建构

的决定性功能。人们纵然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这则
“无源视频”的真实性，但是 “如果顽固的框架跟
事实不相吻合，那么，人会抛弃事实，保留框
架”。［１４］ （Ｐ５８）可见，只有立足于转型时期的社会
文化与政治文化语境，我们才能够真正把握图像话
语建构的底层逻辑和语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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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来说，互文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构
成了通往文本释义规则的三种基本的语境形态。就
图像文本的释义规则而言，从互文语境到情景语境
再到文化语境，不仅意味着一个取景视域不断拉开
的过程与方法，同时也意味着将文本置于不同的结
构层次和认识系统之中。具体来说，互文语境侧重
的是一个文本系统，强调在文本与文本的互动关系
中发现诠释的逻辑；情景语境侧重的是一个时空系
统，强调在既定的发生场景中把握释义的法则；文
化语境侧重的是一个整体系统，强调在一个时代集
体共享的某种领悟模式中接近意义的密码。需要特
别强调的是，互文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之间
并非存在清晰的 “边界”，也并非意味着三种完全
互斥的释义规则，相反，三者的划分仅仅是为了突
出意义实践的分析层次，而在意义机制上彼此之间
具有内在对话关系。

由于语境限定了意义诠释的空间和边界，同时
也铺设了意义诠释的法则与框架，因而是视觉修辞
实践中需要特别考虑的学理命题。在图像的释义体
系中，语境并不是先天的固有之物，而是话语实践
中的构造物。本文并非只是聚焦于语境形态的区
分，而是要在修辞学意义上思考语境问题，即语境
生产如何成为一个修辞问题。进一步讲，在视觉修
辞维度上考察语境，不能离开图像本身的 “语法”

问题，也就是在图像的构成与形式维度识别并发现
语境的构造原理。甘瑟·克雷斯 （Ｇｕｎｔｈｅｒ　Ｋｒｅｓｓ）

和西奥·凡－勒文 （Ｔｈｅｏ　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在影响深
远的 《解读图像：视觉设计的语法》中所关注的图
像意义生产的 “视觉语法”（ｖｉｓｕ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其
研究起点就是图像构成与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接近
图像意义的释义规则。［１］ （ＰＰ．４１－４４）因此，将
语境作为视觉修辞分析的问题和对象，其实就是要
探讨图像形式与视觉语境之间的对应逻辑———作为
释义规则的语境是如何在修辞学意义上被建构的，

而这一建构过程又是否可以在图像的构成与形式维

度上进行辨识和把握？接下来，本文将分别立足于
互文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三种基本的语境形
态，在视觉修辞意义上探讨语境生产的图像形式逻
辑及其深层可以辨识的视觉 “语法”问题。

二、视觉想象与互文语境的生产

互 文 语 境 强 调 两 个 文 本 在 互 文 性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意义上所确立的认知框架。所谓

互文性，也被称为文本间性，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
主义思潮中形成的一种文本理论。法国文艺理论家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Ｊｕｌｉａ　Ｋｒｉｓｔｅｖａ）最早提出互
文性这一概念，旨在强调特定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
普遍的关联性。按照克里斯蒂娃的观点，任何文本
都镶嵌在一个关系结构中，而且必然体现为对另一
个文本的 “吸收”和 “改编”。［１５］ （Ｐ３６）所谓 “另
一个文本”亦即伴随文本 （ｃｏ－ｔｅｘｔ）。任何文本都
不可避免地携带了大量的社会约定或关联信息，它
们以不同的方式与文本发生关联，并深刻地影响了
文本的释义方式，这些伴随性的信息形态即为伴随
文本。

在西方文论史上，互文性之所以发展为一种极
具影响力的文本理论，离不开诸多学者对互文性思
想的批判与发展———巴赫金的 “复调小说”、克里
斯蒂娃的 “生殖文本”（ｇｅｎｏｔｅｘｔ）、巴特的 “可写
文本”、布鲁姆的 “史学误读”、德里达的 “踪迹”
（ｔｒａｃｅ）等概念的提出，都共享了互文性这一话语
基础。这些有关互文性的研究促使人们以新的方式
关注文化艺术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 “文本的阅
读与阐释问题，文本与文化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问
题，文本的边界问题，文艺生产流程中的重心问
题，传统与创新关系问题”。［１６］ （Ｐ１７）

一种文本与另一文本之间是如何发生关联的？

克里斯蒂娃最初的互文性概念，主要聚焦在文本系
统内部的意义生成与阐释层面，热拉尔·热奈特
（Ｇéｒａｒｄ　Ｇｅｎｅｔｔｅ）则将互文性概念拓展到广义的
文化层面，尝试在一个更大的共时和历时维度上思
考文本之间的勾连方式。这也是为什么热奈特倾向
于使用 “跨文本性” （ｔｒａｎｓ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这一概念，

以此强调一种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普遍的联系。热
奈特将跨文本性概括为五个子系统，亦即五种互文
关系，具体包括文本间性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类文
本 性 （ｐａｒａ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 ）、 元 文 本 性
（ｍｅｔａ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超文本性 （ｈｙｐ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和
原互文性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ｉｔｙ）。［１７］可以说，热奈特的
五种互文关系，不仅对应于五种具体的互文语境，

同时也概括了互文语境的五种生成机制。受热奈特
的 “跨文本性”概念启示，赵毅衡将伴随文本具体
区分为六种类型，分别是框架意义上的类文本，类
型意义上的型文本，引用意义上的前文本，评论意
义上的元文本，链接意义上的超文本，续写意义上
的次文本。［１８］相应地，文本与其伴随文本所搭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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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关系，被称为伴随文本语境 （ｃｏ－ｃｏｎｔｅｘｔ）。可
见，互文语境是一种典型的语境形态。在文本与其
伴随文本所搭建的意义管道中，意义呈现出一种
“传送”趋势，尤其体现为从伴随文本向文本的流
动状态。而伴随文本作为一种互文信息存在，其功
能和目的就是搭建了特定的认知框架，从而赋予文
本一定的意义体系。

在视觉修辞维度上，互文语境构建的关键是对
伴随文本的识别与确立，由此便涉及到图像认知的
图式基础。图像具有不同于语言文字的特殊性，对
应的认知基础则是基于格式塔心理学的视觉思维

（ｖｉｓｕ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其特点尤其体现为 “对事物之
一般结构特征的捕捉”。［１９］ （Ｐ３７）按照鲁道夫·阿
恩海姆 （Ｒｕｄｏｌｆ　Ａｒｎｈｅｉｍ）的观点，图像结构的把
握，往往依赖于既定的图式思维，其工作原理就是
“在大脑里唤起一种属于一般感觉范畴的特定图
式”，从而在图像意义上形成一定的知觉概念。［２０］

（Ｐ５４）两种图像之间之所以能够建立互文语境，

离不开修辞学意义上图像本身的形式构成与符码系

统。

一般来说，如果两种图像共享相同的或相似的
视觉图式，则很容易形成一种联想关系，也就是从
一种图像到另一种图像之间的视觉想象，由此便形
成了视觉修辞意义上的互文语境。纵观当前的图像
政治景观，图像之所以成为公共议题建构的直接符
号形式，往往离不开互文语境的生产。一般而言，

图像之所以被符号化，成为一个承载意义的符号
体，是因为其伴随文本的存在。简言之，图像符号

的 “出场”，往往意味着对其伴随文本的召唤或邀
约，其结果就是形成了图像文本与其伴随文本之间
的联想关系。正是在一个互文性的联想结构中，图
像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偏移，其释义方式体现为
联想方式，而联想的起点则是图像与伴随文本之间
的相似性。在视觉修辞意义上，相似性体现为视觉
形式与构成上的相似性，也就是二者在视觉特征上
具有从一种文本抵达另一种文本的想象方式。在

２０１１年的甘肃正宁幼儿园校车事件中，载有６４人
的幼儿园校车与一辆卡车相撞，致使２０名儿童和
教师死亡，这一事件迅速引发了舆论的集体关注，

随后直接推动了 《道路安全条例》的修订。然而，

真正点燃公众愤怒的符号则是一张来自车祸现场的

图像———幼儿园校车被迎面而来的卡车撞毁 （见图

１）。这张图像让人迅速联想到了网络上热传的另一
张照片———美国校车与悍马相撞，后者几近粉碎
（见图２）。显然，图２的 “出场”，源于图１的召唤，

二者共同搭建了一个互文语境，从而赋予图１一种
基础性的释义规则。作为图１的伴随文本，图２的
功能就是提供了一种经由图２抵达图１的想象方式。

正是在一个互文结构中，人们才惊讶地意识到美国
校车的坚固与安全，从而在制度建设层面反思中国
的校车安全问题。概括来说，图像与其伴随文本之
所以能够在修辞学意义上铺设了一种互文语境，是
由二者在视觉形式上的相似性决定的。正是基于相
似性原则，文本与伴随文本之间形成了一种类似于
“双重视域” （ｄｏｕｂｌｅ　ｖｉｓｉｏｎ）或 “泛灵投射”
（ａｎｉｍ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２１］ （Ｐ１９７）的意义框架。

图１　甘肃幼儿园校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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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美国校车事件

　　由此可见，两个视觉文本之所以能够在修辞学
意义上确立互文语境，根本上是因为二者共享了某
种相似的视觉形式与构成，由此形成了经由伴随文
本抵达文本的想象方式，而这恰恰构成了互文意义
上的释义规则。两个视觉文本是如何在修辞维度上
发生关系，不能不提到视觉语言层面的相似性逻
辑。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互文语境
的修辞生成原则：一是视觉构成性原则，二是联想
性原则，三是隐喻性原则。第一，就构成性原则而
言，一个视觉系统往往体现为不同视觉文本的 “拼
图”或 “连接”，任何一个文本都作为系统构成的
一部分而存在，因此当我们在系统层面思考问题
时，两种文本之间的伴随关系和逻辑关系便被发现
了，从而形成一种构成性的互文语境。第二，就联
想性原则而言，如果两个视觉文本在形式上具有某
种相似之处，而不同的视觉文本又对应于不同的意
义体系，当二者处于一种并置结构或对比关系中
时，便很容易产生一种联想关系，从而形成一种联
想性的互文语境。第三，就隐喻性原则而言，隐喻
的 工 作 原 理 是 跨 域 映 射 （ｃｒｏｓｓ－ｄｏｍａｉｎ
ｍａｐｐｉｎｇ），［２２］ （Ｐ６）其思维基础体现为基于联想认
知的替换逻辑，［２３］ （ＰＰ．２３９－２４０）即 “借助另一
种事物来认识和体验我们当前的事物”。［２２］ （Ｐ５）
当两个视觉文本共享了某种认知图式，我们便可以
沿着喻体图像来想象本体图像，从而形成尼尔森·
古德曼 （Ｎｅｌｓｏｎ　Ｇｏｏｄｍａｎ）所说的 “图式的转
换”。［２４］ （Ｐ７３）

三、符号边界与情景语境的生产

如果说互文语境是文本系统层面的语境，情景
语境则是文本系统之外的语境。在文本的系统之

外，存在许多外部因素，它们铺设了一个更大的
“语义场”。［２５］ （Ｐ１８２）在不同的情景之中，人们往
往会使用不同的符号系统，同时也赋予符码不同的
意义体系。即使是相同的符号文本，当它穿梭于不
同的情景 “边界”时，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在
视觉修辞实践中，一种图像文本之所以能够成为特
定情景中的表意符号，是因为其图像形式与情景本
身之间存在某种隐秘的关联性。
不同于文本系统层面的互文语境，情景语境往

往呈现出明显的 “边界”。符号的边界，建构并确
立了情景的边界。具体来说，一方面，不同情景中
的视觉文本及其符码构成存在显著差异，文本的意
义依赖于情景本身的语言系统。表情包作为一种典
型的亚文化文本形态，总是依赖于特定的亚文化圈
子、场合与平台。如果脱离亚文化情境，我们便难
以把握表情包图像的意义和内涵。另一方面，不同
情景总是对应于某种既定的视觉形式，我们可以根
据视觉形式上的差异完成情景 “边界”的识别与确
认。表情包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图像形式，诸如
“金馆长”“姚明脸”“兵库北”等网络上流传甚广
的表情包都携带着明显的形式特征。换言之，表情
包之所以成为一种亚文化意义上的视觉文本，是因
为它在视觉形式与风格上表现出明显的幽默、戏谑
和魔性特征。当姚明的 “囧脸”被 “移植”到熊猫
头上，这种极具后现代色彩的拼贴形式和游戏风格
完全属于亚文化圈子的视觉实践。因此，从视觉修
辞意义上把握情景语境的释义规则，实际上就是要
发现视觉文本的发生情景与文本形式之间的生产关

系，即在视觉形式维度上发现情景语境的形式逻
辑。
情景语境存在着不同的情景内涵，即不同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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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系统具有不同的修辞实践和语言系统。为了进一
步把握情景的特征与内涵，我们需要对具体的情景
形态进行识别。作为一种意义发生的外部环境，情
景并非漫无边际的社会场域，而是具有相对清晰的
“边界”意识，或者说正是在 “边界”意义上才有
了 “情景”的概念。就视觉修辞实践而言，如何确
立视觉实践的情景边界，是考察情景语境中意义实
践的首要命题。根据视觉文本的存在方式和 “出
场”方式，我们可以从话语边界、议题边界、空间
边界三种具体的 “边界”形式来把握情景语境的意
义实践，相应地也就形成了三种典型的情景语境形
态———话语情景、议题情景和空间情景。
相对于普遍意义上的文化语境，情景语境是不

稳定的，是暂时的，更是流动的，而且往往依托于
具体的话题或事件而存在。一旦话题或事件 “离
场”，情景也就不复存在，原本汇聚在情景中的事
物或元素则散落一地，等待下一个情景的接管和认
领。正因为情景本身的偶然性和不稳定状态，话语
情景、议题情景和空间情景中的视觉修辞实践往往
呈现出不同的形式逻辑。
第一，话语情景是经由特定的话语形式而形成

的意义场域，视觉文本的 “出场”总是携带着某种
稳定的符号特征，其功能就是在视觉形式层面体现
并深化既定的话语内涵。如网络民族主义话语图景
中的视觉符号体系，往往会征用一系列宏大的国家
政治符号，并对其进行后现代化的拼贴和改造，从
而形成一种通往国家认同的独特的视觉风格；［２６］网
络民粹主义话语在视觉文本的呈现方式上，大多会
挪用某种对立的、冲突的、矛盾的 视 觉 框 架
（ｖｉｓ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同时经由夸张、讽刺、幽默的修
辞语言将这种对立和冲突转换为一个阶层或阶级概

念。
第二，议题情景是经由特定的公共事件而形成

的意义场域，最有代表性的议题情景是基于图像事
件的 “图像政治”。图像事件是由图像符号直接驱
动的公共事件形态，其标志性修辞实践就是对某种
承载社会争议或集体认同的视觉化的凝缩符号

（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ｓｙｍｂｏｌ）的生产。多丽丝·格雷伯
（Ｄｏｒｉｓ　Ａ．Ｇｒａｂｅｒ）将公共事件中那些永恒定格的
符号形式 （如特定的术语、人物或图像）称为凝缩
符号，认为它们深刻地影响了公众对某一议题的认
知与 态 度，并 使 其 上 升 为 一 个 公 共 事 件。［２７］

（Ｐ２８９）当公共事件中的凝缩符号以图像的方式出
场， 实 际 上 便 意 味 着 一 种 凝 缩 图 像

（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一种图像符号之所以能
够成为凝缩图像，往往是因为它进入了一个冲突性
的话语图景中，尤其是在图像意义上创设了一个
“政治得以发生的语境”，进而成为公共议题建构的
符号形式。［２８］ （Ｐ２４２）纵观当前图像事件中的凝缩
图像生产，情感动员是一种普遍的视觉修辞策略，
即强调在情感维度上 “捕获”公众的关注和认同。
第三，空间情景往往依赖于既定的时空概念和

物理场所。不同的现实空间往往承载着不同的社会
功能，而且在时间维度上也呈现出一定的流变趋
势，相应地也对图像的形式与风格提出了一定的要
求。在网络 “人肉搜索”事件中，官员佩戴高级手
表的历史照片之所以成为底层抗争的符号资源，是
因为这些照片本身被置于一种抗争性的情景语境之

中。如果离开既定的时空情景，这些照片依旧处于
一种黑暗状态，成为一些无人问津的视觉碎片。而
这些照片之所以会成为 “弱者的武器”，是因为照
片中的视觉元素之间存在巨大的冲突结构，手表作
为 罗 兰 · 巴 特 所 说 的 符 号 “刺 点 ”
（ＰＵＮＣＴＵＭ）［２９］ （ＰＰ．８２－８３）破坏了照片本身
的和谐状态与稳定结构，其功能就是赋予了照片一
定的隐喻内涵。所谓的符号抗争，是因为图像被置
于既定的时空情境中。我们之所以会将某些元素识
别为意义丰满的 “刺点”，往往是因为图像被置于
既定的时空情景中，而这也恰恰构成了符号抗争的
修辞原理。［３０］

四、象征语言与文化语境的生产

文化语境是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语境形态，它
“以文化的方式”确立了一种基础性的释义系统。
在文化语境中，图像的释义规则必然受制于文化的
概念、语言与逻辑。换言之，一种图像之所以能够
回应一定的文化内容，是因为它携带了文化意义上
的规约信息。按照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符号可以
区分为像似符 （ｉｃｏｎ）、指示符 （ｉｎｄｅｘ）、规约符
（ｓｙｍｂｏｌ）三种形式。［３１］ （Ｐ７２）不同于语言文字，
视觉文本的主导性的或第一性的符号特点就是像似

性 （Ｉｃｏｎｉｃｉｔｙ）。像似性意味着对符号与对象之间
的一种把握方式，其工作原理建立在视觉感知基础
之上。然而，图像符号不同于语言符号，约定俗成
的文化内容是如何进入图像的，或者说作为像似符
的图像是如何承载并体现规约信息的？

按照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原则，作为像似符的
图像符号依然存在三层属性，即 “再现体”与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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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指涉关系可以分为像似 （第一性）、指示
（第二性）和规约 （第三性）。“再现体”与 “对象”
的每一种关系，分别对应于不同的 “解释项”，从
而形成三个层次的符号概念。按照让·菲塞特的观
点，像似符本身具有流动性。［３２］ （Ｐ９６）文化语境
中的图像携带了的规约信息，是通过像似符在第一
性 （像似关系）、第二性 （指示关系）和第三性
（规约关系）之间的移动过程完成的。正因为图像
在像似、指示和规约之间的流动与循环，“我们不
仅掌握了图像传播的复杂性，而且掌握了图像的传
播力量。”［３３］ （Ｐ３４）在图像符号的第三性的规约关
系中，图像符号实际上进入一个文化元语言系统，
按照社会文化的约定俗成法则获得了一定的含蓄意

义或象征意义。正如皮尔斯所说：“每一个规约符
都或多或少地通过一个指示符去指称一个实在对

象。”［３１］ （Ｐ６７）
当图像符号的释义规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种

社会约定时，它便具有了文化意义上的象征功能。
按照玛蒂娜·乔丽 （Ｍａｒｔｉｎｅ　Ｊｏｌｙ）的观点，任何
图像都是再现事物，“如果这些再现事物是被制作
它们的人之外的人所理解的话，那就是因为他们之
间存在着一种最小的社会文化方面约定的东西……
这些再现事物应该将其大部分意指归功于它们的象

征符号的特征。”［３３］ （Ｐ３４）一般来说，图像符号的
指涉结构建立在 “相像”“模仿”与 “再现”这些
基本的概念基础之上。［３４］相对于 “相像”与 “模
仿”，文化语境中的视觉修辞实践依赖于 “再现”
逻辑。 “再现是一种不对称关系，具有规约本质。
在这一点上，再现依赖于约定。”正是在特定的规
约规则下，图像符号进入一定的指涉结构，它成了
表象。［３４］ （ＰＰ．１１４－１１９）在文化语境中，图像符
号与对象的像似性程度是最低的，但我们却可以在
一个规约性的解释系统中建立二者的联系。换言
之，图像符号实际上被置于一个更大的文化语境
中，来自文化的规约系统超越了纯粹视觉意义上的
像似逻辑，从而使得图像成为一个文化意义的符号
文本。
从视觉修辞意义上讲，图像所携带的规约信息

是否具有某种形式特征，或者说我们如何在图像文
本的形式维度上发现图像的文化内涵？理解文化语

境的规约系统，并不是因为图像 “看上去如此”，
而是因为它 “看上去具有某种平行表达的潜力”，
即皮尔斯所说的 “再现一个再现体的再现品
质”。［３１］ （Ｐ５３）显然，文化语境中的释义方式，意

味着通过一种具体的图像来想象并代替一种抽象的

概念、思想或情感，而这一释义规则对应的主要修
辞命题便是象征。我们之所以沿着某种普遍共享的
领悟模式来把握图像的规约意义，更多地是文化的
沉淀与约定。正是在文化所铺设的巨大的释义体系
中，我们得以在规约而非理据的维度上接近图像的
意义。因此，当图像的释义体系超越了简单的像似
逻辑而遵循文化意义上的规约逻辑，视觉修辞的核
心命题就是探讨图像文本的象征语言。
一般而言，图像之所以能够携带某种规约信

息，要么体现为对文化符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ｙｍｂｏｌ）的
征用，要么体现为对文化意象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ａｇｅ）
的再造。而文化符码与文化意象是一种可以在视觉
形式维度进行识别的修辞内容，因此成为视觉修辞
意义上文化语境研究的核心问题。
作为一种集体共享的符号形式，文化符码往往

来自于历史深处，具有相对普遍的认同基础。在视
觉文本的修辞实践中，如果文本的构成元素中征用
了某种文化符码，它便悄无声息地传递着某种规约
性的文化内容。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文化符码往
往表现出不同的视觉形式和风格。手持天平的妇女
之所以反复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宣传材料中，
是因为她是法国文化传统中 “公正”的象征。文化
符码并不是镶嵌在历史表层的符号形式，而是参与
了文化本身的建构，最终沉淀为一种相对稳定的
“文化的形式”。新式的弗吉尼亚小红帽之所以会成
为通往 “自由”认知的规约符号，是因为小红帽是
那场奴隶解放运动中一个标志性的动员符号。因
此，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元素，小红帽的意义内涵是
象征性的，是规约性的，因而承载着历史叙事或文
化表征的修辞功能。
如果说文化符码体现为视觉图像的文本本身或

构成元素，文化意象则往往指向某种原型内容。心
理学家卡尔·荣格 （Ｃａｒｌ　Ｇ．Ｊｕｎｇ）将原型视为集
体无意识的显现，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就是所谓的
原型。正如荣格所说， “原型是典型的领悟模式，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遇见普遍一致和反复发生
的领悟模式，我们就 是在和原型打交道。”［３５］

（Ｐ１０）一般来说，一提到某一概念，我们会本能
地在视觉意义上寻找它的 “对应物”，而这一普遍
共享的视觉形式便是意象。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意
象往往表现为不同的视觉形式，这是由文化本身的
底层语言决定的。在苏联的宣传画中，“集体劳动”
是一种典型的 “社会主义”意象。［３６］ （Ｐ６４）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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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利普四世统治时期，由于这位国王酷爱马
术，表现 “骑马”的视觉符号出现在各种绘画作品
中，逐渐沉淀为一种象征君臣关系的视觉意象。显
然，“集体劳动”“骑马”等视觉符号之所以是一种
典型的意象形式，是因为它们驻扎在集体无意识深
处，而且作为 “感觉的 ‘遗孀’和 ‘重现’”［３７］

（Ｐ２０２），成为一个时代通往某些抽象概念的视觉
想象方式。因此，文化语境中的视觉修辞实践，往
往体现为对某种视觉意象的激活与招募。而意象本
身的激活与再造，并非一个完全概念化的产物或对
象，而是可以在视觉文本的形式维度上进行识别和
抵达的。
总之，在视觉修辞维度上考察语境论，意味着

探索语境生产的图像形式逻辑及其深层可以辨识的

视觉 “语法”问题。相对于语言文本，视觉文本的
表意具有更大的浮动性和不确定性，其释义过程更
多地依赖语境的 “锚定”，因此语境问题是视觉修
辞研究必须回应的一个理论命题。其实，语境是一

种典型的元语言 （ｍｅｔａ－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形态。所谓元
语言，即解释语言的语言，强调的是一种通往释义
规则的底层语言。当图像被置于既定的语境之中，
语境便不再是一个沉默的背景性或衬托性存在物，
而是主导了视觉文本的释义过程。本文主要从视觉
修辞维度上探讨语境是如何确立释义规则并主导释

义行为。简言之，视觉修辞意义上的语境论研究，
旨在从图像形式维度揭示语境生产的形式逻辑与形

式语言。互文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构成了通
往文本释义规则的三种基本的语境形态。互文语境
依赖于图像与其伴随文本之间的视觉想象，具体包
括构成性互文语境、联想性互文语境和隐喻性互文
语境。情景语境对应的核心修辞问题是在视觉形式
维度上发现符号的边界，并由此确立情景的边界，
具体包括话语情景、议题情景和空间情景。文化语
境铺设了一种规约性的意义场域，视觉修辞实践主
体上体现为对某种普遍共享的文化符码的挪用或文

化意象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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